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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实施财政兴农举措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是本

文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城乡发展二元化的经济现实构建了含有政府的城乡动态随机一般均衡（ＤＳＧＥ）模

型，通过政策冲击反应和乘数分析了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的财政支农举措对促进城乡经

济发展和缩小城乡经济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政策在促进城乡经济共同富裕方面效果较

好，政府性基金支出支农的政策效果则与资金筹集方式有重要关系。根据经济模型模拟结果及目前财政支农具体

现实，本文认为应提升支农资金利用效率，改善当前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并对财政支农补贴政策适时做出动态调整，

以实现财政支农更好地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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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强调，“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共
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谓富裕，强调的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所谓共同，强调的是全体人民能平等地享受发展成果，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实现城乡共
同富裕，同样要从富裕和共同两个方面入手，扭转当前城乡对立关系，破除城乡二元发展格局。这
要求政府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实施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在促进城乡产出、消费和投资增长的
同时缩小城乡产出、消费和投资差距，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为目标，切实落实“以工促农，以城带
乡”的发展策略，引导要素资源在城乡合理配置，最终形成城乡经济共同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城乡统一协调发展的局面。
现阶段，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尽管近年来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

各个方面都在不断改善，但城乡两区域在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人力资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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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绝对差异扩大趋势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４．３８
万元和１．７万元，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分别为３．４万元和１．６万元，农业占ＧＤＰ总产值的比重由

２００１年的１４％下降至２０２０年的７．７％。城乡二元化发展格局的日益巩固导致推进共富面临难
题。城乡二元化状况的形成原因复杂，除自然条件和市场因素外，政府的宏观调控也是最重要的
影响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以前，在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思路指导下，政府通过计划
强制的手段将资源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形成了“农业输血工业，农村输血城市”的城乡关系格局，这
在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同时削弱了农村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目标确立后，市场的作用越发强大，在以ＧＤＰ总量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激励下，政府“有形的
手”往往会依市场“无形的手”方向行事，即要素资源愈向城市集中，政府的注意力就越关注城市，
在城乡间产生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这使城乡二元化格局进一步巩固。
当前，我国正处于开启十四五规划、构建经济新发展格局、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推进共同富

裕的关键时期，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不能使５亿农村居民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掉队。纵
观现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大多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推进有利于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的
政策，例如日本从１９４８年开始的“农村生活改善普及事业运动”和二十世纪６０年代推进的“国民收
入倍增计划”，以及韩国从７０年代推行的“新农村运动”，这些都是以政府主导保证实施，综合运用
了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及产业扶持等多种政策手段，促进了农村产业、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各个
方面发展，并最终促进了农村富裕、城乡协调和经济总体快速发展。我国政府作为解决当前国内
城乡二元化问题的主导力量，应当在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政府配置城乡资
源的作用，弥补市场调控资源的固有弊端，以政府财政为支撑落实有力的支农举措，推进实现城乡
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梳理当前的财政收支结构才能分析政府如何通过财政资源重新分配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目

前我国的财政收入主要分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是政府财力的最主要支撑。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主
体是税收，根据聂海峰、岳希明（２０１３）的测算，在间接税为主的税制模式下城乡居民的人均税负分
别是１０．９９％和９．４２％，总体差别不大。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城乡分配则表现出较大差异，按照曾
国安、胡晶晶（２００９）的测算，１９７８－２００５年城乡部门的单位产值耗费的财政支出年均值分别为０．
２２元和０．０８元，城乡居民人均财政支出的年均值分别为１７９５．２元和８５．６元，考虑到２００５年以
前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在财政中占比较低，这个比例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在城乡生产生活领域的分配情况。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主体则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出让
的土地大部分是由农村集体用地转化而来，并用于承载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与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相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的城乡分配也存在重城轻乡的倾向，剔除征拆补
偿支出后，２０１０年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用于城乡比重分别为５２．１％和５．６％；２０１４年这
一比重变为４４．３％和５．４％（许光建、卢倩倩、许坤、张瑾玥，２０２０）。此“重城轻乡”的分配倾向极
大地损害了农村的利益，也不与“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导向一致。几十年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
建设为城市产业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提供了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但财政资金的
利用也存在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长期的投入导致增量财政资金对城市生产促进水平不高并且对
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不明显。与城市地区冗余财政资金相对应的是农村地区的财政资金不足，
这导致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相对落后，从而对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产生了不利影
响，但相对地，农村地区财政资金的边际利用效率较高，即农村地区增量的财政资金配置可以更高
效地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农业发展。在城乡财政资金利用存在边际效率差异的情况下，通过财政
支农提高财政资源的边际利用效率的方式可以实现财政资源总体利用效率的提高，并缩小城乡两
地生产和居民生活方面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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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财政支农要使农村地区获得更多的财政资金，主要有两种手段，一种是调整现有财政资
源的城乡分配比重，另一种是在财政资源分配比重不变的前提下扩大财政收入总量。前一种方法
更具普遍性，原因在于在税收法定的规范下，政府难以控制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数额，但政府
可以调整财政预算编制，结合地方实际根据城乡具体项目建设规划，调整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具体科目财政资金城乡分配，实现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支农。同时政府可以调整政府性基金收
入相关支出在城乡具体项目中的投入数量实现支农目标。而实现增量财政资金支农则只能通过
政府性基金渠道实现，在当前政府垄断土地供应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提升土地出让价格和土
地融资的方式获得增量资金以增加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数量。在支农资金的具体落实上，政府可
以依托财政资金对农村家庭的生产生活进行补贴，也可以通过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兴建项目的形
式将财政资金投入到农村生产相关领域，通过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来实现财政支农目标。本文剩余
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是文献综述；第二是模型构建；第三是参数赋值和脉冲响应分析；第四是从乘
数的角度对政府财政支农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效果进行估计；第五是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过去一段时间，在户籍制度、粮食配给及对人口流动严格控制的影响下，城乡差异不断巩固，
致使城市和乡村成为了两个不同的经济体（Ｂａｒｒｙ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２００６），乡村的欠发达对实现城乡经
济协调和经济总体发展造成了相当的阻碍，因为无论是对稳态值还是对趋于均衡的内生动力系统
来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都对社会“真实”经济变量（即ｙ＊，ｋ＊，ｌ＊）有着深远的影响（Ｓａｔｏ
Ｒｙｕｚｏ　＆Ｄａｖｉｓ　Ｅｒｉｃ　Ｇ，１９７１），因此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重点关切。破除当前城乡二元化
格局以释放改革红利，提高城乡发展一体化程度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既是当前推进实现共同富
裕的重要任务，也是促进经济稳定均衡恢复的基本要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

２０１４）。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结构变化也是若干相关国际关切的根源。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
各国政府在通过政府财政政策缓解城乡差距方面的进展仍十分有限（Ａｎｄｒéｓ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Ｐｏｓｅ　＆
Ｄａｎｉｅｌ　Ｈａｒｄｙ，２０１５）。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及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政府财政的角度对财政

兴农相关政策的发展、差异和影响展开研究（孙秀林、周飞舟，２０１３；陶然、徐志刚，２００５；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　Ｙｅ，２０１５）。但现有文献中财政兴农政策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尚未形成定论。部分学者
认为财政兴农能带来积极的政策效果，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支农补贴可以降
低农业生产成本并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最终通过提升农村地区发展水平的方式达到缩小城乡经
济发展差距的目的（朱迎春，２０１３）；另一方面是因为改变财政资金现有的城乡分配格局能够起到
有效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的作用（罗东、矫健，２０１４）。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财政兴农政策带来了消极
的政策效果：因为财政补贴的支农效果容易受价格机制的逆向调节作用的影响，财政农业补贴在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产量的同时，也会导致农产品价格降低，进而产生“谷贱伤农”的生产
效应（李普亮，２０１２），这将使农产品产量提升的福利报酬由于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而逆向转
移到城市非农劳动者手中，使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对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和实际消费水平产生
了负面影响，从而造成城乡二元化格局进一步深化（马晓河，２０２０）。
综上所述，以往文献对我国财政兴农政策效果进行了广泛研究，对促进经济结构改善具有重

要意义，但是，政府财政支农作用城乡经济的机制究竟如何、会取得怎样的效果等问题仍未得到完
全解决，涉及财政支农政策对城乡共同富裕影响的文献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为研究财政支农促
进城乡经济结构改善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效果，本文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通过构建包含
城市、农村、政府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财政预算内收入支农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农的政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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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并根据脉冲响应和乘数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意见，既补充了既有文献分析财政支农政
策效果的工具，也为财政兴农政策实施方向及手段选择提供了定量方面的依据。

三、构建城乡异质性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经济结构就是经济体或市场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供给或需求目的，将劳动、资本、技术和自然
资源在时间、空间上进行配置的比例关系（马晓河，２０２０）。因此本文在刻画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
时，主要以城乡政府财政、资本和劳动的数量和结构差异来进行区别，反映了城乡地区政府组织效
率和受重视程度差异及城乡产业结构差异导致的要素配置比例关系差异。除却经济结构差异外，
城乡居民在生产生活中具有不同的土地禀赋这一点同样是城乡差异的重要表现，城市地区居民为
维持自身生产生活需要支付一定的土地出让金给政府来获取土地，而农村居民的土地则是其天然
禀赋，这也由此引出了本文在模型设定中政府向城市家庭供给土地并获取土地出让收入这一重要
假设，解决了当前大部分模型忽视政府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这一重要因素的问题。模型具体框架
如下：

（一）城市地区
城市地区家庭的效用函数中Ｃ１ｔ 代表城市家庭的消费，ω１ 代表劳动厌恶系数，Ｌ１ｔ 为家庭劳动

力，ψ为城市家庭的土地跨期替代弹性，Ｆ
ｎ
ｔ 为土地需求数量，城市地区家庭效用函数与农村存在的

最大差别是土地，对于农村居民来讲，土地是自然具有生产和生活禀赋，无论是集体土地还是宅基
地，农村居民具有法律规定和实际意义上的使用权，而城市居民则不具备这种权利，因此居民必须
在家庭收入中划分一定比例用于购买土地，持有的土地也是影响家庭效用的重要因素。在中央政
府的集中管制下，土地的供给完全没有弹性，即土地供给的数量是既定的，因此城市地区家庭的土
地需求由土地供给量决定，地方政府不能调整土地供给数量但能调整土地价格。

Ｕ１ ＝ｌｎＣ１ｔ －ω１　Ｌ１ｔ ＋
（Ｆｎｔ）１＋ψ
１＋ψ

城市地区代表性家庭约束如下，家庭将税后收入分配到消费、投资和土地购买中，其中Ｉ１ｔ 为当
期投资，ｐｆｔ 为土地购买价格，Ｗ１

ｔ 为当期工资率水平，Ｒ１ｔ 为当期资本回报率水平，Ｋ１ｔ 为当期资本存
量，δ为折旧率水平，τｕｌ 为城市地区劳动税收水平，τｕｋ 为城市地区资本税收水平。

Ｃ１ｔ ＋Ｉ１ｔ ＋ｐｆｔＦｎｔ ＝ （１－τｕｌｔ）Ｗ１
ｔＬ１ｔ ＋（１－τｕｋｔ ）Ｒ１ｔＫ１

ｔ

Ｉ１ｔ ＝Ｋ１ｔ＋１－（１－δ）Ｋ１ｔ
本文在生产环节设置了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生产两个部分，这借鉴了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

Ｅｖｅｒｓ（２０１５）的做法，城乡两地分别垄断当地中间品生产，通过贸易实现产品转移，两地厂商分别
加工两地中间品生产最终产品，以满足当地的居民生产生活需求，中间品比例的选择存在地区偏
好，两地最终产品不可贸易、不可相互替代，并以最终产品作为两地产出数量的衡量标准。假设城
乡地区分别投入劳动、资本及财政支出生产中间产品，中间产品的产量与技术有关，其中劳动和资
本来源于该地区代表性家庭，财政收入来源于税收和土地出让，政府将财政资源在区域间的重新
调配，中间品厂商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函数进行生产，其中Ｍｔ为城市生产的中间品，Ａｔ为技术
水平，Ｇ１ｔ 为政府财政投入，ｍ１ｔ 和ｍ２

ｔ 分别为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使用的中间产品的数量。在生产环
节对城乡经济结构的区分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下的劳动－资本结构差异和政府投资数量和效率
实现的，城市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生产中资本相较农村占比更高，政府投资效率更高、数量更多。

Ｍｔ＝Ａｔ（Ｇ１ｔ）μ
１ （Ｋ１ｔ）α

１ （Ｌ１ｔ）１－α
１

Ｍｔ＝ｍ１ｔ ＋ｍ２ｔ
最终品厂商按照一定比例使用两地生产的中间品来生产最终产品，生产函数为ＣＥＳ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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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１ｔ 为当地最终品生产数目，ｍ１ｔ 和ｎ１ｔ 分别为来自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中间产品，θ用来表示两种
中间品在最终生产函数中的比例，由于地区偏好的存在，本地中间品比例较高，即θ＞０.５，ρ＞０为
两种产品的替代弹性。

ｙ１ｔ ＝ ［θ（ｍ１ｔ）ρ＋（１－θ）（ｎ１ｔ）ρ］
１
ρ

（二）农村地区
农村家庭效用函数如下，其中Ｃ２ｔ 为农村家庭消费，Ｌ２ｔ 为家庭劳动力，ω２ 为农村地区代表性家

庭劳动厌恶系数，与城市不同，在差异化土地制度的背景下，农村地区的居民依靠自有宅基地解决
基本需求，不需向政府额外购买土地。

Ｕ２ ＝ｌｎＣ２ｔ －ω２　Ｌ２ｔ
农村地区居民的约束，在消费、投资及各种要素回报方面与城市家庭基本相同，相关参数

除上角标外含义相同，与城市存在一定区别的是，农村除获得地区劳动收入外，还会收到政府
针对性的补贴，ＧＺ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针对农村的补贴，假设这种补贴是根据农村现有的劳
动收入数额和资本收入数额进行比例补偿，其中ｕ１ 为资本收入的补贴份额，ｕ２ 为劳动收入的
补贴份额。

Ｃ２ｔ ＋Ｉ２ｔ ＝ （１－τｕｋｔ ）Ｒ２ｔＫ２
ｔ ＋（１－τｕｌｔ）Ｗ２

ｔＬ２ｔ ＋ＧＺｔ
Ｉ２ｔ ＝Ｋ２ｔ＋１－（１－δ）Ｋ２ｔ
ＧＺｔ ＝ｕ１ｔＲ２ｔＫ２

ｔ ＋ｕ２ｔＷ２
ｔＬ２ｔ

农村中间品厂商生产与城市一样，农村的中间品厂商以政府投资、资本和劳动生产中间产品，
中间品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最终品厂商使用两地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生产函数为

ＣＥＳ形式。
农村中间品厂商生产函数如下：

Ｎｔ＝Ａｔ（Ｇ２ｔ）μ
２ （Ｋ２ｔ）α

２ （Ｉ２ｔ）１－α
２

Ｎｔ＝ｎ１ｔ ＋ｎ２ｔ
农村地区最终品厂商生产函数如下：

ｙ２ｔ ＝ ［（１－θ）（ｍ２ｔ）ρ＋θ（ｎ２ｔ）ρ］
１
ρ

（三）政府
政府通过征税、出卖土地的方式进行融资，政府的预算约束如下，其中Ｇｔ为财政支出总数，ＧＬｔ

为政府基金收入，ＧＴｔ为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收入，Ｆｓ为土地供给数量，假设针对农村的补贴在财政
资源城乡分配之前分配。

ＧＴｔ＋ＧＬｔ＝Ｇｔ
ＧＴｔ ＝τｕｌｔ（Ｗ１

ｔＬ１ｔ）＋τｓｌｔ（Ｗ２
ｔＬ２ｔ）＋τｕｋｔ （Ｒ１ｔＫ１

ｔ）＋τｓｋｔ（Ｒ２ｔＫ２
ｔ）－ＧＺｔ

ＧＬｔ ＝ｐｆｔＦｓｔ
Ｆｓｔ ＝Ｆｎｔ

由于以税收为主的预算内收入和以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主的政府基金收入在收入方式和

分配自主权上存在较大不同，所以在假设政府对两项财政收入分别计算，其中ｇｔ１ｔ 为城市地区分配
到的预算内财政收入，ｇｔ２ｔ 为农村地区分配到的预算内财政收入，ｇｌ１ｔ 为城市地区分配到的土地出
让收入，ｇｌ２ｔ 为农村地区分配到的土地出让数量，分配权重分别为φ和π，城乡财政资源总投入分别
为Ｇ１ｔ 和Ｇ２ｔ。

ｇｔ１ｔ ＝φＧＴｔ；ｇｔ２ｔ ＝ （１－φ）ＧＴｔ
ｇｌ１ｔ ＝πＧＬｔ；ｇｌ２ｔ ＝ （１－π）ＧＬｔ
Ｇ１ｔ ＝ｇｔ１ｔ ＋ｇｌ１ｔ；Ｇ２ｔ ＝ｇｔ２ｔ ＋ｇｌ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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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般均衡和外生冲击

Ｙｔ、Ｙ１ｔ 和Ｙ２ｔ 分别是城乡总产出、城市产出和农村产出，ｑｍｔ 和ｑｎｔ 分别为对城市和农村中间产品
的需求。

Ｃ１ｔ ＋Ｉ１ｔ ＋Ｇ１ｔ ＋ｑｍｔｍ２
ｔ －ｑｎｔｎ１ｔ ＝Ｙ１ｔ

Ｃ２ｔ ＋Ｉ２ｔ ＋Ｇ２ｔ －ｑｍｔｍ２
ｔ ＋ｑｎｔｎ１ｔ ＝Ｙ２ｔ

Ｙ１ｔ ＝ｑｍｔＭｔ；Ｙ２ｔ ＝ｑｎｔＮｔ；Ｙｔ＝Ｙ１ｔ ＋Ｙ２ｔ
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影响农村农业的渠道主要可以分为一般预算支出渠道和政府性基金支出

渠道，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主要是通过补贴农村家庭要素收入影响生产生活活动和调整一
般公共预算城市分配比例实现的，由于后者直接作用于农村生产函数中的政府投资数量，因此将
其称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生产性支农。设置财政对农村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补贴冲击及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生产性支农冲击如下：

ｕ１ｔ ＝ρ
ｕ１ｕ１ｔ－１＋∈ｕ

１

ｕ２ｔ ＝ρ
ｕ２ｕ２ｔ－１＋∈ｕ

２

φｔ ＝ （１－ρφ）φ
—
＋ρφφｔ－１＋∈φ

政府性基金相关收入支农主要是通过土地出让资金增量和存量调整实现农村地区分得的政

府性基金增加实现的。由于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主体是土地出让收入，因而实现政府性基金支农就
是要扩大土地出让收入分配中农村获得的数量，这要从增量和存量两个角度考虑。从增量看，在土
地出让收入城乡分配比例不变的情况下，提升土地出让单价或通过土地金融实现土地出让总收入
的扩张，进而实现土地出让收入中农村分配的数量增加，其中土地金融设置为盯住当地城乡产出
相机抉择的形式。从存量看，在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维持稳定的基础上，调整土地出让城乡分配比
重，实现农村地区分得更多的土地出让资金。综合上述两种考虑，设置土地出让收入影响农村经济
的波动如下：

ｐｆｔ ＝ρｐｐｆｔ－１＋∈ｐ

ＧＬｔ ＝ρ
ＧＧＬｔ－１＋（１－ρ

Ｇ）（ＧＬ＋κＹｔ

Ｙ
— ）＋∈ｇ

πｔ ＝ （１－ρπ）π
—
＋ρππｔ－１＋∈π

根据模型框架分析财政支农实现农村发展的作用机理。上述六种政策冲击作用农村区域主
要分为财政补贴和财政生产性投资两种形式，其中财政补贴的主要作用对象是农村家庭的收入，
财政生产性投资的作用对象是农村产业，两者都提升了农村地区的财政资源丰度，但在目标实现
机理上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财政对农村居民收入的补贴政策直接增加了农民的可支配收入，
进而提升了农民的消费和投资水平，这提升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生产性要素的积累也为居民
后续收入的提高打下基础，从而形成了一个正向反馈的循环。与财政补贴这种直接实现农民收入
增加的政策不同，财政生产性投资促进农民增收是通过产业发展实现的，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源
投入农村地区，完善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从而促进了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这增加了农民的可支
配收入水平，从而实现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持续增收的政策目标。在促进农村生产同时实现城
乡共同富裕方面，尽管冲击中关于存量财政资源的城乡重新配置并非帕累托改善，其通过提高财
政资源的边际利用效率的方式实现财政资源总体利用效率的提高，实现了缩小城乡两地产出和居
民生活方面差距的政策目标，并且在城乡间要素流动的影响下，城乡产品皆为城乡两地生产生活
所需，农村产出的提高为城市提供了生产生活所需的产品，而农村消费的增加则为城市生产创造
了需求，城市产出和消费的提高对农村的作用亦然，因而财政资源的农村倾斜在促进农村发展和
农民生活改善的同时也间接促进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实现了城乡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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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数校准和模拟结果分析

（一）参数校准
本文需要校准的参数包括｛β、δ、α

１、α２、μ
１、μ

２、θ、ω１、ω２、ψ、φ
—、π

—}和冲击相关参数｛ρ
ｕ１、ρ

ｕ２、ρφ、ρπ、

ρ
Ｇ、ρｐ、∈

ｕ１、∈ｕ
２、∈π、∈Ｇ、∈ｐ、∈φ、κ}。文献中对于主观折现率水平β的取值多集中在０．９至０．９９

这一范围内，本文将其取值定为０．９６，与现实中近２０年储蓄存款年利率水平约为４％的经济实际
相符。δ为年折旧水平，参考陈昌兵（２０１４）的研究将其设置为０.０５，这也是目前文献的主流取值。
城乡资本产出弹性α１ 和α２ 参考高帆、李童（２０１６）的研究将其分别设置为０.６４和０.３４，这种资本
产出弹性的差异反映了城乡经济结构上的不同，城市二三产业相较于我国目前普遍存在小农经营
式的第一产业有更强烈的资本需求，因而反应为城市生产中劳均资本值更大。关于政府支出弹性

μ１ 和μ２，国内外文献设定大都在０.１～０.５之间，饶晓辉、刘方（２０１４）将其设置为０.１，饶晓辉
（２０１７）将其设置为０.５，王文甫等（２０２０）在两部门模型中将发达地区设置为０.１，欠发达地区设置
为０.１５，本文参考上述取值范围，在考虑到城乡间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和治理模式差异，将城市地
区的政府支出弹性设置为０.２５，将农村地区设置为０.１。最终品厂商生产最终产品使用中间品相
对比重θ参考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Ｅｖｅｒｓ（２０１５）的研究，认为当地最终产品主要由当地产品加工而成，这与
我国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下实际经济关系类似，将其设置为０．７５。产品替代弹性ρ参考朱军、许志
伟（２０１８）的研究将其设置为２。政府预算内收入的财政分配系数φ根据农村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
出的比重设置为０.８，这个比重根据财政数据计算而来。政府性基金收入城市分得的数额根据许
光建等（２０２１）的研究设置为０.９。参照朱军、许志伟（２０１８）的方法，调整城乡家庭的劳动厌恶系
数，将城乡产出比重依据现实中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与第三产业产值之和的比例调整为一比十，校
准得到ω１ 和ω２ 分别为１和０.２５。对城镇居民购买土地的跨期替代弹性ψ数据，由于国内对居民
土地跨期替代研究较少，本文参考了部分模型对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研究结果将其定于１．５，在稳
健性检验中发现该值的取值对模型冲击影响较小。在稳态税率方面，在间接税为主的征收模式及
社会化生产带来的商品流通的情况下，城乡居民的税负水平差距不大，参考梁红梅、张卫峰（２０１４）
对我国总体税负的研究结果，分别将农村资本税率和劳动税率设置为０．２４８和０．１２６。在外生冲
击参数方面，在支农补贴方面，将政府针对城乡居民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财政补偿冲击的自回归
系数统一设置为０．９，为了按照统一标准对不同政策的效果进行比较，政府财政支农其他政策冲击
的自回归系数参考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Ｅｖｅｒｓ（２０１５）的研究统一取０．８４，标准差统一取０．００１。土地出让
收入对产出的反馈系数参考张明源、薛宇择（２０２０）的研究取０．３７。

（二）模拟结果及分析

１．财政支农促进“富裕”的脉冲响应结果
本节分析了财政支农政策在促进城乡“富裕”即总产出、总消费和总投资增加方面的脉冲响应

结果。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方面，针对农村劳动和资本收入的补偿政策和生产性支农政策对
总产出、总消费和总投资产生了较为显著地正向冲击，其中针对农村劳动收入的财政补偿政策比
针对资本性收入补偿的政策持续时间相对更长，正向刺激更为明显，政策效果相对更好，而生产性
支农政策则在刺激总产出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在政府性基金支农方面，通过土地出让金城乡存
量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效果更为明显，刺激了总产出、总消费和总投资的提升。而通过提升土地
出让总收入来增加土地出让金支农数目的政策效果存在较大反差，其中通过土地抵押融资等土地
金融手段实现土地出让收入扩张的财政政策对总产出、总消费及总投资的影响同样为正向，而通
过地价上升来实现土地出让收入扩张的财政政策则对民间主体的投资和消费行为产生了较为严

重的挤出作用并对产出产生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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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对总产出、总消费和总投资的影响

图２　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农对总产出、总消费和总投资的影响

图３　政府不同投资效率下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生产性支农冲击的响应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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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预算内收入补贴农民生产性收入行为不同，政府性基金收入中通过将土地出让收入转
移到农村的支农方式和一般公共预算内收入生产性支农多以政府投资兴建基础设施或直接进行

产业扶持的方式进行，这在强调财政支农数量的同时，也对政府的投资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模拟
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农村政府投资效率下，相同变量面临相同冲击所产生的脉冲反应大小和持续
时间有所不同。以政府投资产出弹性为标准衡量农村地区政府投资效率，分析政府财政直接对农
业进行生产性扶持的效果，当μ

２ 分别取０.０５、０.１和０.１５的脉冲反应结果如下，μ
２ 值越大，正向

反应越明显持续时间越长，即在相同财政支农产业投资数目水平下，乡村政府投资效率越高，支农
效果越明显，说明提升支农生产资金的利用效率与提升支农资金的数量一样重要。

２．财政支农促进“共同”的脉冲响应结果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城乡共同发展中缩小城乡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

然选择，因此本文在此部分分析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收入相关支出支农政策促进
“共同”即对缩小城乡产出、消费和投资的效果。设置衡量城乡产出、消费和投资差异函数如下，其
中ΔＹ、ΔＣ、ΔＩ分别为城乡产出、消费和投资差距。

ΔＹｔ＝Ｙ１ｔ－Ｙ２ｔ
ΔＣｔ＝Ｃ１ｔ－Ｃ２ｔ
ΔＩｔ＝Ｉ１ｔ－Ｉ２ｔ

图４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对城乡产出、消费和投资差距的影响

图５　政府性基金支农对城乡产出、消费和投资差距的影响
在产出方面，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的政策选择在极短时间内缩小了城乡的产出差距，并且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由于政策持续时间较短，在中短期内城乡产出差距出现扩张趋势后逐渐回
归稳态，而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农的政策选择则各有特点，其中通过土地出让收入扩张来获得支农
资金的冲击显著缩小了城乡产出差异，地价上升支农的政策选择则使城乡产出差异扩大，而土地
出让收入城乡重分配的政策则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的政策相同，在前期扩大了城乡差距并在
中长期出现反弹。与产出不同，一般预算支出支农的各项政策选择在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方面无论
在短期还是在中长期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政府基金收入支农的政策中地价上升和土地出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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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重分配与预算内收入支农的政策反应基本相同，但效果不明显，土地金融的政策选择使城乡
消费差距扩大。在投资方面，一般预算支出支农的政策选择及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农中的土地出让
收入城乡重分配和土地金融政策在中短期缩小了城乡投资的差距，而地价上升冲击持续地缩小了
城乡投资差距。

３．脉冲响应总结
结合上述脉冲分析结果来看，支农资金的筹措方式对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重要

影响，通过预算内收入支农的政策选择及政府基金收入支农中的土地出让收入重新分配对总产
出、总投资和总消费有显著的正面刺激作用，而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农中通过土地出让增量收入
支农的两种政策则效果存在较大差异。而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的政策
三者作用大致相同，但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农的政策则差异明显，其中通过提升地价获取支农资
金的政策选择对城市地区的消费和投资产生明显的挤出作用，这与城乡兼顾的政策目标相悖，
说明通过增量收入获取土地支农资金的过程中，应注意资金来源的选择，避免出现“拆东墙补西
墙”的行为，要统筹财政支农与城乡协调发展。同时，在关注支农方式选择和财政支农数目的同
时，也应关注政府投资效率，提升支农生产投资效率对提升财政支农效果促进城乡共同富裕具
有重要意义。

五、支农政策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乘数分析

由于脉冲响应分析主要关注政策发生后相关变量的相对变动值，因而其在度量并比较相关政
策影响方面存在一定的抽象性。为更直观地表现政策的影响，本文采用乘数分析进行进一步分
析，乘数指每单位外生变量的变化引致的内生变量变动情况。与脉冲响应相比，乘数更能体现某
一政策的变动对关键变量的影响，例如在分析土地出让收入向农村转移这一政策过程中，乘数能
回答“每单位的政策变动能拉动城乡产出、投资、消费总额增加多少和能缩小城乡产出、投资、消费
差距多少”这样的问题，同时能更加直观统一地比较不同政策的效果，因而有利于政策评估工作的
进行。
在具体计算过程中，本文除关注政策因素影响产出这一最终变量外，还关注消费和投资活动

受政策变动的影响，因此除计算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对产出的乘数效应外，还对政策影响的
城乡居民的消费和投资行为的乘数效应进行了分析。从共同富裕层面出发，本文计算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支农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农政策对城乡产出、消费和投资增加和差距缩小的乘数效果并进
行了比较分析。由于无法获得乘数计算的显性表达式，在计算公式方面本文参考了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ｏｕｎｔｆｏｒｄ和Ｈａｒａｌｄ　Ｕｈｌｉｇ（２００５）及Ｓａｒａｈ　Ｚｕｂａｉｒｙ（２０１４）的研究，以折现后的现值计算乘数，计算
公式如下。其中折现率ｒ使用城乡居民家庭折现率，Ｈ 分别代表产出Ｙ、消费Ｃ和投资Ｉ及城乡产
出、消费和投资差距ΔＹ、ΔＣ、ΔＩ，Ｇｈ 代表财政支农政策变动。

ΔＨ
ΔＧｈ

＝ＥｔΣ
ｋ
ｉ＝０（Πｉｚ＝０ｒｎ－１ｔ＋ｚ）ΔＨｔ＋ｉ

ＥｔΣｋｉ＝０（Πｉｚ＝０ｒｎ－１ｔ＋ｚ）ΔＧｈｔ＋ｉ
表１是财政支农政策在刺激城乡“富裕”，即产出、投资和消费增加层面的乘数计算结果。在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方面，对农村要素收入的补偿政策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生产性支农乘数对
总产出的影响为正值，三者相差不大，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对农村居民劳动的补贴政策乘数效
应更为明显，但三者的产出乘数皆未超过１，说明政策在刺激总产出方面作用有限。而在消费和投
资方面，针对要素回报的减税政策对总消费和总投资的乘数效应则更为明显，即财政内收入变动
政策在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调整经济结构方面效果更为突出。具体看，两者在前期多是以撬动
总投资为主，后期以撬动总消费为主，政策效果皆大于１，即单位数量的变动能促进总投资和总消

—４２１—

《上海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年　第２期　



费更多数量的增加，以均值和极值进一步分析这两项在政策周期内的稳定性，针对农村劳动的财
政补偿政策在刺激总消费方面效果更佳，而针对劳动资本的补偿政策则在刺激总消费方面有更强
和更稳定的表现。相对上述两者，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生产性支农的效果对刺激总消费和总投资方
面影响有限。
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要内容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变动的不同政策表现存在较大差异，土地收入

城乡重分配政策在刺激产出方面有一定效果，但乘数效应小于１，该政策对刺激消费和投资方面作
用有限。以土地金融形式实现土地出让收入总量扩张政策对总产出刺激效果显著，其乘数效应长
期大于１，并且该政策在前期刺激投资和后期刺激消费方面表现也较好，但乘数效应低于１。而通
过提升地价募集支农资金的政策则对产出、消费和投资都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表１ 财政支农促进“富裕”乘数计算表

一般预算支出支农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大值 政府性基金支农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大值

资本收入

补偿政策

产出 ０．１８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１８
消费 －０．３６　 １．８６　 ０．７１　 １．８６
投资 １．５２ －０．２７　 ０．６３　 １．５２

土地出让

收入城乡

重分配政策

产出 ０．１８　 ０．２１　 ０．１８　 ０．２１
消费 ０．０３　 ０．３９　 ０．２１　 ０．３９
投资 ０．３０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３０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大值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大值

劳动收入

补偿政策

产出 ０．４４　 ０．５２　 ０．４６　 ０．５２
消费 ０．６２　 ３．２８　 １．８４　 ３．２８
投资 １．３４ －０．２８　 ０．５７　 １．３４

土地金融

支农政策

产出 １．７２　 １．５３　 １．５９　 １．７２
消费 ０．１０　 ０．７８　 ０．４６　 ０．７８
投资 ０．８６　 ０．０６　 ０．３７　 ０．８６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大值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大值

生产性

支农政策

产出 ０．２３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２６
消费 ０．０４　 ０．５１　 ０．２７　 ０．５１
投资 ０．３９ －０．０５　 ０．１５　 ０．３９

土地价格上

升支农政策

产出 －０．１３ －０．２０ －０．１６ －０．１３
消费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０２
投资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０

表２是财政支农政策在促进城乡“共同”即产出、消费和投资差距缩小方面的乘数计算结
果。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方面，针对农村要素补偿对缩小产出差距方面作用明显但相对较
短，并在中后期出现了政策反弹扩大了产出差距，且后期反弹效果乘数效应大于１。对农村资本
的补偿政策在前期缩小了城乡消费差距并在中后期出现了效果反弹，而对农村劳动的补偿政策
则持续扩大了城乡消费差距，在投资方面，两种补偿政策都在前期扩大了投资差距，而在中后期
显著缩小了城乡投资差距，且在中后期政策乘数效果大于１。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生产性支农
政策在中长期刺激了产出差距降低，并持续地降低了城乡消费和投资差距，但政策影响的乘数
效应小于１。
在政府性基金支农方面，土地出让收入城乡重分配政策在前期刺激了产出差距的缩小但在中

后期出现了政策反弹，其持续扩大了城乡消费差距，并在后期缩小了城乡投资差距。通过土地金
融等方式募集支农资金的政策在促进城乡产出差距缩小方面效果较好，在前期政策乘数远大于１，
中后期乘数效果衰减，同时该政策持续刺激了城乡消费差异缩小，并且政策乘数始终大于１。在投
资方面，这种政策在前期显著扩大了城乡差距，在后期缩小了城乡投资差距。通过地价上升募集
支农资金的政策选择扩大了城乡产出和消费差距，在前期缩小城乡投资差距的同时在中后期造成
城乡投资差距的扩大。
综合来看，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支农举措对促进产出、消费和投资增加方面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在刺激城乡“富裕”方面效果显著，但在实现“共同”方面，针对要素的补贴政策效果相对较短且
乘数较小，而生产性支农政策的效果持续时间则相对较长。通过政府基金收入支农的政策选择
中，土地出让金城乡重分配有利于城乡“富裕”的实现，并且在短期内缩小了城乡产出差异，而通过
土地出让增量资金的政策选择中，土地金融支农则在促进城乡“共同”和“富裕”中都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而通过地价上升募集资金的方式则不利于城乡产出增加和差异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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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财政支农促进“共同”乘数计算表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小值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小值

资本收入

补偿政策

产出

差距
－０.４７　 １.４４　 ０.８８ －０.４７

消费

差距
－０.２２　 １.１１　 ０.４１ －０.２２

投资

差距
１.６３－１.５０ －１.０８ －１.９５

土地出

让收入

城乡重

分配政策

产出

差距
－０.２２　 ０.４８　 ０.２８ －０.２２

消费

差距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７　 ０.０２

投资

差距
１.２３－０.５９ －０.１０ －０.５９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小值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小值

劳动收入

补偿政策

产出

差距
－０.６７　 ２.２２　 １.２２ －０.６７

消费

差距
０.３８　 １.６９　 ０.９８　 ０.３８

投资

差距
３.１９－２.５５ －１.００ －２.６０

土地金融

支农政策

产出

差距
－２.３３ －０.４５ －０.９６ －２.３３

消费

差距
－１.６７ －１.２５ －１.４５ －１.６７

投资

差距
３.６９ －０.９６　 ０.１７ －０.９６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小值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小值

财政预

算内收

入支农

政策

产出

差距
０.０９ －０.１６ －０.０９ －０.１６

消费

差距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投资

差距
－０.４７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４７

土地价

格上升

支农政策

产出

差距
０.２３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５

消费

差距
０.１７　 ０.２１　 ０.１９　 ０.１７

投资

差距
－０.４２　 ０.１８　 ０.００ －０.４２

六、政策建议

在城乡二元经济格局下促进共同富裕，需要中央和各级财政统筹合理分配财政涉农资金，围
绕共同富裕对财政投入力度的要求，营造城市繁华、农村繁荣的良好态势，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发
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在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衔接的过渡期内，要做好财政投入政策衔接，优化支出结构，调整支持重点。
从长期来看，城乡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形成了挑战。从城乡结构上看，目前
我国城乡经济对比状况主要有城强乡弱、城弱乡弱、城强乡强的结构，但总体来讲，城强乡弱的经
济状况是在大部分地区特别是经济取得了一定发展的地区普遍存在的情况，而本文也正是基于这
一现实情况进行分析。我国不同区域城乡发展状况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不可能存在一个绝对普适
的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标准答案，但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是现有财政资金城乡分配状况进一
步扩大了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并且巩固了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则一定要解决
这一突出存在的问题，这要求政府通过推进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促进农村地区发
展，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在兴农政策的实际实施中，地方政府要遵循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原则，
根据不同区域发展状况，参考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依据自身财政收入结构和数量，
结合当地城乡产业结构特点、自然资源禀赋、交通位置、城乡居民生活需求等进行综合研判，通过
将财政资金有效落实到有利于农村农业发展的具体项目上，实现城乡支农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
在这个基础上，针对城乡经济结构的普遍性，对政府的财政支农举措实施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改善当前财政支农资金结构。根据支农政策对总体及城乡各部分产出、消费和投资的不同影

响，在现行财政政策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资金支持的基础上，强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补
偿政策的效用，加大针对农村劳动收入财政支农资金的发放力度，将支农的重点由生活扶助转变
为生产扶持，并更多通过土地抵押融资等金融方式增加土地出让收入，充分发挥土地金融等财政
政策对总产出、总消费及总投资的正向影响。同时调整支农资金核算方式，对产业发展、生产直接
投入等资金单独核算，将农业发展与地方官员考核挂钩，以制度保证地方财政配套落实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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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保证农业农村支持资金落实到位。提升财政支农的资金使用效率，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跨
行政职级的沟通机制，建立系统有效的财政支农兴农体系。
适时对财政补贴政策做出动态调整。随着城镇化不断发展，财政兴农政策调整问题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政府应在市场条件和外生冲击发生变化时适时对支持农业发展的财政补贴政策做出
动态调整：一方面，财政相关政策调整应做到因时、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区在不同时间段内对相同
类型财政补贴政策调整的敏感程度的不同，基于财政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制定差异化的财政补
贴政策并提出相应配套措施；另一方面，应进一步精细化补贴，强化针对农村要素的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补贴政策效果，发挥政府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实现产业发展与当地的经济社会条
件相匹配，农村经济发展与当地经济实际相符合，从而更好地促进农村消费和投资水平的增加，达
到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
坚持增量财政资源的农村偏向配置，做好存量财政资源城乡配置调整。扩大对农业农村的财

政支出规模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着显著影响，特别是农村倾向性增量财政资源配置可以有效
弱化当前城乡二元化经济发展格局，推动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实现。各地政府应将“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这一方针进一步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从解决体制障碍和财政资源倾向城市问题入
手，以土地出让收入的城乡分配为索引，加大财政的定向化补贴力度，以培育产业为导向，以建立
现代化农业为目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应进一步调整土地出让收入存量城乡分配
结构，培育农村要素市场，促进要素资源城乡流动，协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
破除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壁垒。从目前财政支出范围来看，公共财政基本涉及了农村所有基本

公共服务领域，但由于投入相对城市仍显不足、整体覆盖力度不够等因素限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差距较大。城乡结构壁垒是造成居民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重要原因，应采取政策措施破除
城乡结构壁垒，优化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在全体居民之间的配置状况，努力克服财政支出中的城
市倾向性。将政府在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责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其对各级政府
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大力支持一般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业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的各
项补贴力度。加强对农村非生产性公共服务供给，推广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及重大农业科技成果应
用，推动地方范围内农业科技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实现公共财政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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